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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在 《读通鉴论》 中指

出：“知事几、察物情者，可与谋国

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谋身。”所谓

“知事几、察物情者”，主要指那些

智慧有余而道德不足的人，其所谋

越大，则带来的祸患也会越大。也

就是说，只有理性意识而无道德意

识的人既不可谋国，亦不可谋身，

因为“是非之外无祸福焉，义利之

外无昏明焉”。

道德意识在 《周易》 中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大

智慧。对于战略主体而言，如果仅

仅有理性意识，而没有道德意识的制

约，即使知道事物的几微之理，由此

而进行的战略筹划、战略决策，尽管

能够取得一时的成功，最终也会走向

失败的结局。但是，如果仅仅固守某

种道德，而对未来没有理性的认知和

清晰的视野，同样不能够把握事物的

发展方向。因此，在进行战略筹

划、战略决策、战略实施时，战略

主体必然要将理性意识与道德意识

进行相应的统一，这在易学里被称

之为“仁智双运”。

所谓“知几”，就是知道事物发

展变化的“几微”之处，真正通晓

事物“几微”变化的人，也必然是

道德高尚的人。《系辞传下》 曰：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

不渎，其知几乎？”预见事物微妙的

征兆，按照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做

事，可以说达到神化的境界了。君

子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往而不谄

媚，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交往而不

傲慢，这才算真正知道几微之事

了。“知几”属于理性意识，“上交

不谄，下交不渎”属于道德意识，

由上下文义可知，“知几”的行为本

身已经内蕴有道德意识了。这样，理

性意识和道德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就统

一了起来。实际上，最高的理性意识

本身就是最高的道德意识，反之亦

然。如 《系辞传下》 曰：“穷神知

化，德之盛也。”穷尽事物微妙之

理，把握事物变化之道，就是道德的

最高境界，因此，最高的理性意识与

最高的道德意识完全统一起来了。

“知几”的理性意识之所以与道

德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根

本原因在于，从战略的长远性来

看，行为主体的道德性不一定带来

预期的目的，但是，行为主体的非

道德性一定会带来灾祸。

《系辞传下》 曰：“善不积不足

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

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

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善不积累不足以成

就美名，罪恶不积累到一定程度不

足以给自身带来灾祸。小人以善小

而对自己没有好处而不去行善，以

恶小没有坏处而处处行恶，因此，

小恶积累到无法掩盖，罪恶大到不

可挽救。《坤·文言》亦有相似的观

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

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 曰：“履霜，坚冰至。”

“履霜，坚冰至”强调的是事物的发

展变化都是由微小到显著的过程。

这个过程表现在人事上就是“积

善”带来好的结果，“积不善”就带

来不好的结果，臣弑杀君主，儿子

弑杀父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

是循序渐进慢慢地发展到这样的结

果，其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早地加以

辨别。所谓及早地辨别之事，就是

要在具有“履霜，坚冰至”理性意

识基础上，认识到“善”可能会带

来“吉”的结果，“恶”必然会带来

“凶”的结果，因此，道德的“善

恶”与战略主体要达到的目的有着

直接的关系。

因此，王夫之所说的“知事

几、察物情”者只是具有理性意识

而缺乏道德意识的人。而真正的

“知几”必然是“仁智双运”的。

《
周
易
》
中
的
﹃
知
几
﹄

与
道
德
意
识

400毫米等降水线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高洪雷

正如古希腊的小块平原有助于形

成天然的政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

邦一样，古代中国广袤的冲击平原也

有助于形成庞大的农耕帝国和专制政

体。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左右着一个

地区的原始文明走向。

按说，优越的地理环境足以让中

原百姓倍感优越与幸运。然而，它并

未给人们带来预想的安全感。因为，

在古代中国西北部，有一条令人寝食

难安的线。

这条线，在中国地理课本上叫

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美国学者黄仁

宇把它称为“15英寸等雨线”。请打开

中国地形图：从中国东北到西南，这

条降水量线沿大兴安岭、阴山、贺兰

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将中国

分割为两大区域。线的东南部是季风

区，也就是受太平洋、大西洋夏季风

影响的区域，年平均降雨量在 400毫

米以上，适宜种田；线的西北部由于

大山的阻挡，是夏季风吹不到的区

域，也就是非季风区，属温带大陆性

气候，年平均降雨量在 400 毫米以

下，干燥多风，只能放牧。非季风区

尽管也有少量的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

的绿洲农业，但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

是游牧经济。因此，这条线就成了半

湿润与半干旱区分界线，森林植被与

草原植被分界线，种植业与畜牧业分

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分界线。

或许有人会说，这条线的两侧，

生态环境迥异，生活方式不同，生活

资料互补，又有大山的分割，应该能

做到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吧？的确，

农耕区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春种秋收，男耕女织，一年到头忙碌

而充实；游牧区的牧民逐水草而迁

徙，扬鞭放牧，弯弓狩猎，一天到晚

豪迈而惬意。每到农闲季节，农民拿

出多余的粮食与布匹，牧民取出多余

的牲畜与皮货，双方在规定的地点进

行易货贸易，各取所需，互通有无，

这是一种多么理想、多么祥和的农牧

关系呀！但理想一向丰满，现实往往

骨感。每当遇到气候干旱、牧草枯

萎、牛羊锐减的年份，非季风区饥肠

辘辘的牧民，根本没有多余的生活资

料向农民换取救命的粮食，只能冒着

生命危险偷偷闯入季风区，前去盗窃

和劫掠通常有半年积蓄的种田人。零

星的袭击渐渐扩大为战争，防守者则

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后发

制人。这一根本原因，导致牧民与农

民沿 400毫米等降水线开始了连亘两

千年的血腥战争。边关烽烟和战马嘶

鸣，从此成为两侧民众无边的噩梦。

依照一般思维，游牧区是无法与

农耕区相抗衡的。第一是经济差距，

发达的农耕业与丝织业使得农耕区积

累了大量财富，而游牧区能填饱肚子

就不错了；第二是文化差距，中原地

区有着先进的文化，而游牧区还停留

在原始崇拜阶段，且鲜有文字；第三

是体制差距，中原地区极易形成大一

统的帝国，这种帝国能动员足够的人

力、物力、财力参与战争，而游牧民

族居无定所，来回游走，无法进行大

规模治理，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

动，尽管全民皆兵并擅长游击作战，

但毕竟难以与农耕区进行正面、持久

的抗衡。所以，在秦统一六国之前，

草原上并未出现过任何强悍的民族共

同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时横扫

镐京的犬戎，不过是申侯请来的雇佣

军。更为极端的是，赵、燕、秦三个

诸侯国，在将边境的游牧部落赶跑

后，居然沿着这条线，相继修筑了长

城，切断了游牧民进入中原的通道。

看来，东南强、西北弱的格局，一时

难以打破。

但以上说法，不过是中原人士的

一厢情愿罢了。事实上，游牧区并非

弱者，他们一直通过两种方法获取必

需的生活资料，一是战争，二是贸

易，而贸易的成本无疑更低。在春秋

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竞相与草原部

落进行贸易，以便从草原买到战马用

于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久而久之，诸

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草原与内地

的贸易达到了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

格，至于那些年久失修的诸侯国长

城，就像如今农村家庭的门锁和高墙

一样，逐渐沦落为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摆设。

然而，当中原走向统一，自认为

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原王朝，为了统治

区的绝对安宁，就会强制关闭原诸侯

国与游牧区的边境贸易，继而在边境

派驻大量的军民屯田驻戌，甚至屡屡

像秦始皇一样不断加高、加固古老的

长城，将游牧部落彻底隔绝在所谓的

农耕文明区之外。如此一来，草原上

那些可怜的小部落，通过战争获取生

活资料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要想赢得

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小部落必须联合

起来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于是，

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

就这样，从秦代开始，长城两侧

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形

态。前一种是在中原王朝强盛时期，

中原王朝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

与兵强马壮的草原帝国在长城一线形

成对峙局面，双方你来我往，时战时

和，而短暂的和平常常是由中原王朝

通过付出财富和女人完成的，如汉 vs

匈奴，西晋 vs鲜卑，隋、唐 vs突厥，

宋vs辽、金、西夏，明vs瓦剌、后金

等；后一种是在中原政权内讧、衰退

时期，游牧帝国趁机越过长城，逐鹿

中原，然后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

化，形成了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统

一、融合的多元帝国，如北魏、前

秦、北齐、北周、元、清等。

天长日久，由于多元帝国的持续

作用，400 毫米等降水线的两侧，都

划入了中国版图；生活在两侧的人

民，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多

元帝国治下的长城，已经不再是一道

防御性的城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

国家之内的两个邻居间的一道篱笆，

多数时间是供远方游人浏览与感悟的

一道风景，更多的意义则是中国56个

民族共同的人文地标和精神图腾。

战马远去，烽烟已熄，一切都在

变，不变的，似乎还是那条绵延万里

的 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及线上的苍

凉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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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时代意义》以改革开
放的新实践新理念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原理

《论时代意义》不仅高度概括和阐

发了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

言》 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

时，还充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

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很多创新性

的重要观点，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特别是 《〈政治经济学批

判〉 序言》 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

的创新和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解除了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为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生产关

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

行机制等内容，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可以无限

度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思想。《论时

代意义》 认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

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求社会主义在整

个发展过程中，必须紧紧围绕有利于

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中心。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应该把发展社会生产

力，放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

的主导性位置，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

生产力。而后还要伴随生产力的不断

发展，对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

相适应的因素进行改革和创新。要大

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充分提高劳动者

的素质，大力提高科学技术和劳动资

料的水平，不断开发和拓展资源、产

品等劳动对象，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

到极大发展。在这篇文献中，习近平

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

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

的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

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样对生产

力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需要

不断改革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以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要根据生

产力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不断创造出

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扩大了生产关

系的内涵和外延，对破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困惑和实践难题提供了

理论指导。

第二，关于除了阶级斗争和生产

力革命之外，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

制的改革和文艺、文化、思想的革

命，也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的思想。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

言》 中所论述的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矛盾所引起的社会革命，主要是指社

会形态的改变，即一种社会基本制度

取代另一种社会基本制度。在 《论时

代意义》 这篇文献中，习近平同志通

过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入

观察和思考，对社会革命的内涵有了

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使社会革命的

内涵不再局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

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含各种社会

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

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

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以新的含

义。2018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研讨班上进一步指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

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

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

旦出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身也有

一个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的思想。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

言》 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绝不会”

的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

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

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

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

出现的”。《论时代意义》 从中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明确提

出新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力未发展

到一定水平时是可以出现的，而且这

种新的生产关系一经建立，并不是僵

化不变的，自身也有一个不断改革和

发展的过程。这种理论上的突破进一

步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关系消亡与产生

条件的原理。

第四，关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之间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内部影响对方的互相贯通的思想。

《论时代意义》这篇文献认为，过去对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认

识主要集中在互相依存、作用、促进

等方面，但对两者的贯通关系认识不

足。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所有制的

构成中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

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劳动力、

劳动资料等生产力因素也都要受到一

定的所有制形式的占有和支配，这就

涉及生产力的所有制问题。从生产力

方面来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

术中，自然包括研究、协调人与人的

社会生产关系的领导和管理科学，从

这一意义上讲，生产关系的科学化也

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因此，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不仅体现在

二者的外部，也发生在双方的内部。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始终坚持把大力发

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

务来抓，又要着力抓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还要善于从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部去影响、促

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从而使国民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持续、快速、协

调发展。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

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不同构成要素的思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

属性；市场经济体制则不具有阶级属

性，只是经济管理手段。《论时代意

义》 这篇文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把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的

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正确把

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建设、发

展市场经济的关系，既不能把市场经

济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能放弃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去单纯发展市场经济，而

是要扬长避短，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

机结合，发挥合力。在今年 4 月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当前势如

破竹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正是这种坚

强意志的集中体现。

第六，关于转变经济管理体制与

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之间是承前

启后、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的思想。

转变经济体制是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

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则是要转变生产力的发展方

式，二者实质上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转变经济管理

体制能够为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

益清除制度和运行机制上的障碍，而

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又能够

为转变经济管理体制提供良好的物质

条件和内部环境，从而使新旧体制的

转换进一步加快。《论时代意义》这篇

文献早在20年前就提出需要全面深刻

理解两方面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在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

不断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相

互推动、全面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宏大背景出发，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基本定位，提出了我国经

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判断，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第七，关于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

与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位置的思

想。习近平同志在 《论时代意义》 中

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

之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

一关系。不能把精神文明建设“虚

化”甚至与物质文明建设对立起来，

而应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与物质文明

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作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的统一目

标，使两个文明建设“两翼齐飞”“双

轮共转”，共同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 2015年在会见第四

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代表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他指

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

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

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他特

别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

富也要极大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

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

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

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

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论时代意义》这篇重要文献中阐发的

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论时代意义》是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一

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

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

的内容”。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

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向

前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

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

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理论和

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

在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立时代潮头、发思想之先声，用鲜活

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

义发展，构成了新时代系统性、典范

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发展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构建了马

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 《论时代意义》 这篇文献中可

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形成轨迹有很强的历史纵

深感，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反

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笃信和坚持。例如，他在阐释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时就反复强调，“我们讲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

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

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这

一辩证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 《论时

代意义》这篇文献中找到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高度重视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高度重视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要求全

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

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

开放实践的规律性成果。《论时代意

义》 这篇文献体现出他博大丰厚的理

论深度和一往无前的创新胆识，也为

我们树立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光辉典范。

（作者系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


